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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系将土壤和大气相连与植物体共同影响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同时根系也是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碳库的重要来源。 研究表

明森林地下生物量受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影响，因此研究各因素对根系生物量的影响对精确估算土壤碳库至关重要。 基于

我国相关部门的观测及调查数据，通过标准化计算和统计分析来量化各因素对黄土高原地区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黄
土高原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生物量主要分布在 １１．９９—２７．４６ Ｍｇ ／ ｈｍ２之间；非生物因素对地下生物量起主导作用，其中降雨量和

地形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土壤类型地下生物量表现出：棕壤＞褐土＞岩性土；不同森林类型地下生物量大小为：针叶林＞针阔叶混

交林＞落叶阔叶林；不同地形地下生物量由大到小为：丘陵、山地＞高原、平原；地下生物量在坡位上的分布大小为：坡麓＞上、中、
下三个坡位＞平地；人类活动和动物活动干扰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另外，在分析中发现若影响因素中含经纬

度，非生物和生物因素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程度分别为 ６８．９％和 ３１．１％；若影响因素中不含经纬度，非生物和生物因素对地下

生物量的影响程度分别为 ８１．１％和 １８．９％，说明经纬度与其他因素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并严重影响着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对

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生物量的比重。 研究结果对地下生物量的估测有一定的意义，可以为森林植被如何通过根系适应环境的研

究提供参考，为植被恢复、森林经营管理及地下部分碳循环的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生物量；生物因素；非生物因素；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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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ｍａ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ｏｏ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ｉｏ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ｉｇｈｔｓ

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生物量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１］，是研究

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 植被根系能够连接土壤和大气，在陆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发

挥重要作用［２］。 森林生态系统地下部分分解缓慢，碳库作用明显，其地下生物量的大小及分布是研究生态系

统模型模拟和预测全球碳循环的关键所在［３⁃４］。 前人研究表明［３⁃５］，植物生长及生产力是由生物因素和非生

物因素共同驱动的。
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生物量的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 非生物因素是指年均温、海拔、降水、

土壤类型、地形等环境因子。 在潮湿的热带常绿阔叶热带森林中［６］，森林生物量增长速度为 ５×１０－１３ Ｍｇ
ｈｍ－２℃ －１，在年均温升高的情况下，植物地下生物量和碳储量明显增加。 海拔主要通过温度效应影响植物的

生长和生产力，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高山草甸植被地上生物量会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减小［７］。 年均降雨量是影

响生物量的重要的因素，如年均降雨量小于 ６５０ ｍｍ 的非洲热带草原，稀疏林木生物量的大小随降雨量增加

而线性增长，并且降水改变会极大的影响生物量的大小及分布［８］。 不同的土壤类型对植被生物量有明显影

响［９］，土壤的性质包括土壤物理性质和化学特性，物理性质会影响土壤持水能力，化学性质决定了土壤向植

物供应养分的能力，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植被的地下生物量。 坡度通过太阳辐射，风速等影响植物的生长，
土壤侵蚀和降雨冲刷会影响地下生物量的大小，杂木林地下生物量与坡度呈正相关关系［５，１０⁃１１］。 大青山油松

人工林的生物量阴坡生长状况优于阳坡［１２］。 地势因素（如海拔和坡度等）可以调节土壤和大气中的水分分

布并影响土壤水的利用效率，进而影响植被的生物量［１３］。
生物因素包括植被本身特性（森林类型、树种、树龄、生长阶段等）、人类和动物活动干扰。 树种组成、树

木大小等因素与生物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是决定森林生物量的重要因素［１４］。 不同树种地下生物量存在

差异，在中国北方地区冷云杉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平均生物量大于樟子松林［１５］。 人类活动干扰和动物干扰都

会对生物量生产力产生影响［１６⁃１７］，如旅游、垦荒、砍伐、放牧等干扰活动都会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影响植被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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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是最大的黄土区，因海拔（８５—５２１０ ｍ）较高且跨越幅度较大、水土流失严重、地形千沟万

壑等因素，使得森林生态系统坡向较多，对坡向影响地下生物量的大小有更强的理论解释。 黄土高原地区光

照时长较大，加上严重的沟蚀，导致不同坡位地下生物量变幅较大。 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经纬

度、地形、坡位等因素，再结合年均温、海拔、降水、土壤类型等非生物因素和森林类型、树种、树龄、人类和动物

活动干扰等生物因素，共同探讨不同因素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植被地下部分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３］，所以了解植被根系生产力及其影响因素至关

重要。 然而，目前对大面积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影响地下生物量的研究甚少；对各因

素影响生物量的贡献度或重要性还不甚清晰。 因此，对黄土高原地区森林生态系统根系生物量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研究。 本研究能够提高对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森林植被根系生物量的认识，对精确估算地下生物量及地下

生物量模型的拟合有重要意义，还能为陆地森林碳循环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１　 研究地区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黄土高原（３３°４１′—４１°１６′Ｎ，１００°５２′—１１４°３３′Ｅ）地形独特，从西北到东南跨越了高原、山地、丘陵、平原

四个类型的地形；区域年平均气温为 ３．６—１４．３ ℃，年降水量在 １５０—７５０ ｍｍ 之间，有干旱、半干旱、湿润、半
湿润四个不同的气候区；海拔在 １１９—３１５２ ｍ 之间；主要土壤类型是褐土、黑垆土、灰钙土和栗钙土，详细划分

为褐土、灰褐土、棕壤、黑垆土、黄绵土、风沙土、草甸土、淤土、沼泽土和盐渍土等；主要森林类型是落叶阔叶林

和温性针叶林，面积约为 ４５．２９ 万 ｋｍ２ ［１８］。
１．２　 样点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根据碳专项计划的野外调查数据（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ｃａｒｂｏｎ．ｃｅｒｎ．ａｃ．ｃｎ ／ ）获得了 ５２７ 个样点，再对样点进

行汇编，数据基于大规模野外实地调查和采样分析，对区域内的因素分析和量化指标是可行的。 由于黄土高

原西北部是毛乌素沙漠、库布齐沙漠，没有成片的森林植被，研究对象为森林生态系统，故不含研究样点，其余

样点均匀分布在研究区域内（图 １）；森林地下生物量含量基本在 １１．９９—２７．４６ Ｍｇ ／ ｈｍ２之间（四分位极差法）
（图 ２）。

图 １　 样点地下生物量地理位置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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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样点地下生物量频率分布图及箱线图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ｘ ｐｌｏ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ｔｓ

２　 方法

２．１　 因素分析

对于数据不全的样点，查阅文献和浏览相关网站如陕西气象局、国家农业部、国家气象局等补全数据。 部

分样点数据不完整，已剔除。 之后根据已有的样点整合了生物因素（森林类型、森林起源、林龄、人类和动物

活动干扰）和非生物因素（年平均降雨量、年平均温度、经纬度、海拔、地形、土壤类型、坡位坡向和坡度）分析

讨论它们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类型主要是寒温性针叶林、温性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寒温性针阔叶混交林和，其中代

表性树种是刺槐、油松、辽东栎、锐齿栎、栓皮栎、白桦、云杉等；森林起源主要包括自然林和人工林。 样点区域

内实测数据：降雨量在 １００—８７３ ｍｍ 之间，年均温在－４—１９ ℃之间，海拔在 １１９—３１５２ ｍ 之间，现根据黄土高

原降雨量将区域划分为干旱（年均降水量＜３００ ｍｍ）、半干旱（年均降水量 ３００—５００ ｍｍ）、半湿润（年降水量

５００—８００ ｍｍ）、湿润区（年均降水量＞８００ ｍｍ） ［１９⁃２１］；研究区域有高原、山地、丘陵和平原四大地形区；各样点

坡度在 ０—７５°之间，将坡度划分为三组［２２⁃２４］：０—１５°、１５—２５°、＞２５°。
２．２　 数据分析方法

绘制生物因素（植被类型、森林起源、林龄、人类和动物活动干扰）和非生物因素（降雨量、年均温、经纬

度、海拔、地形、土壤类型、坡位、坡向和坡度）与地下生物量的二元关系图，分析比较黄土高原森林生态系统

地下生物量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对生态系统中 １５ 个因子进行提取和精炼，找出对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生

物量影响最大的因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探讨各因子之间的关系及对地下生物量的控制作用；将
各名义型变量进行赋值，利用权重分析法，计算各因子对地下生物量的贡献率，量化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对

森林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使用软件为 ＳＰＳＳ ２１、Ｅｘｃｅｌ、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９ｂ。
将赋值过的变量进行标准化，经各种方法计算最适合的标准化方法是极差法。 标准化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ｘｉ－ｍｉｎ
ｍａｘ－ｍｉｎ

负向指标：
ｘｉ－ｍｉｎ
ｍａｘ－ｍｉｎ

式中， ｘｉ 为因素第 ｉ 个样点的数据；ｍｉｎ 为因素中数据的最小值；ｍａｘ 为因素中数据的最大值。
正负项指标判别依据权重的正负，若某项因素权重计算的结果为负值，则该因素为负向指标，调整标准化公式，

再重新计算；若某项因素权重计算结果为正值，则该因素为正向指标。 标准化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计算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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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

３．１　 地下生物量与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的二元关系

绘制地下生物量与降雨量、海拔、地形、坡向、坡位、坡度、土壤类型、龄组、林龄、树种、森林类型、人类活动

和动物活动干扰等因素与地下生物量的二元关系图。 在降雨量与地下生物量散点图中，观察到较少的年降雨

量和较多的年降雨量都有可能出现较高含量的地下生物量（图 ３）。

图 ３　 地下生物量与各因素的二元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频率较高的地下生物量（１２．００—２７．４４ Ｍｇ ／ ｈｍ２）大多分布在 ５００—３０００ ｍ 海拔之间。 在不同海拔的地

区，地下生物量分布较均匀；地下生物量较高的点分布于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ｍ 和 ２７４０ ｍ 海拔高度的自然林，且人类

活动和动物活动干扰较轻。 高原、平原地下生物量较低，丘陵、山地地下生物量较高；不同的坡向对地下生物

量影响较小，无明显差异；上中下坡位的地下生物量差异不显著，但平地和坡麓地下生物量差异较大，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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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平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较强，坡麓地理位置特殊，有较高的土壤含水量和较轻的水土流失，导致了森林

地下生物量较高。 不同的土壤类型地下生物量不同，总体上来说：棕壤系列＞褐土系列＞岩性土系列，说明不

同土壤质地对植被根系的生长有影响。
在森林植被生长过程中，根系生物量随植被生长年限的增加先升高后趋于稳定，这符合一般植被生长的

规律。 在观察到的 ３０ 个树种中，地下生物量最少的树种属于落叶乔木里的果实类经济作物，如杏、枣、苹果

等，地下生物量较少的原因可能是人类活动干扰程度重，导致土壤表层根系较少，表明地下生物量受外界干扰

较大；地下生物量含量最高的样点植被类型是落叶阔叶林，典型植被是栓皮栎、锐齿栎和兴山榆等树种，分析

地下生物量最高可能出现的原因是中低海拔山地，降水较多且属于自然林演替中期，人类活动和动物活动基

本没影响，致使森林生态系统地下根系能够更好地生长；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地下生物量最高与最低的树种是

落叶乔木，而针叶林地下生物量处于较高水平，原因可能是在中高海拔条件下针叶林生长状况较好，这与针叶

林自身的生长特性有关；在不同森林类型中，地下生物量大小为：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 对于不

同程度干扰都可能出现较高或者较低的地下生物量，并且人类干扰和动物干扰的差异不显著。
３．２　 主成分分析法解释各因素的贡献率

将所有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前五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 ６４．６４％，因而主成分分析对各个影响因

子的解释程度较低，所以再对各因素再进行因子分析，画出主成分得分和因子载荷图（图 ４）。 在成分矩阵表

格里（表 １），相关系数（绝对值）越大，主成分对该变量的代表性也越大，即对变量的影响越强，该因子有较重

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指标。 从表 １ 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对影响因素的解释都很充分，而第五

主成分和原先变量相关性逐渐减弱。

表 １　 成分矩阵ａ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ａ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主成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年降雨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０．８４１ －０．２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０ ０．２０８

年均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８４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２ －０．１５５ ０．０６３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０．６９１ －０．２９１ －０．４４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３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０．６５０ ０．０２２ －０．５０４ －０．０７９ －０．２０７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０．７９４ －０．１３３ ０．２９１ ０．１２１ ０．１４３

地形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０．３８０ －０．６５０ ０．１１６ ０．３９６ －０．１１６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０．００９ ０．２１２ ０．２０１ ０．７７８ ０．２６２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１８８ ０．３１７ ０．４８０ －０．２０７ ０．１６３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１１１ －０．４９６ ０．４５７ ０．２２５ －０．２６９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０．０５３ ０．２６５ ０．７０８ －０．２０９ ０．１２６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０．０７６ －０．４２０ －０．３８９ ０．０５９ ０．６４８

森林起源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ｒｉｇｉｎ ０．０６８ ０．６６０ －０．２９０ ０．２５６ ０．３２５

林龄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 ０．１３７ ０．５１８ －０．１８８ ０．２０５ －０．２５１

干扰活动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４６０ ０．２７７ －０．０７０ ０．３０５ －０．４１２
　 　 提取方法：主成分；ａ： 已提取了 ５ 个成分

说明：对人类活动干扰和动物活动干扰进行差异性分析，发现两者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因此将人类

活动干扰和动物活动干扰合并为一个影响因素———干扰活动，以下“干扰活动”均表示人类和动物活动共同

影响。
图 ４ 横坐标是第一个因子，主要与降雨量、年均温海拔等环境有关，称为“环境因子”，纵坐标为第二个因

子，主要与植被类型、森林起源、林龄有关称为“植被因子”，与主成分分析对比，因子分析比主成分分析解释

性更强，且反映了降雨量、年均温、海拔等因素，森林起源和龄级，降雨和样点经度都有很好的相关性；沿因素

射线可以观察到所有样点在该因素上的分布趋势（图 ４），如左上角的点相比于右下角的点年降雨量较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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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因子载荷和主成分得分的结合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ｃｏｒｅ

下角的点相比于右上角的点年均温较低；也能根据射线方向划分区域，如样点的干旱湿润、年均温高低、干扰

程度轻重的划分。
３．３　 权重分析法量化各因素对地下生物量的贡献率

无论各因素里是否包含经纬度，坡向、海拔和干扰活动对地下生物量影响最小（表 ２），而降雨量和地形是

影响地下生物量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且当 １５ 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地下生物量的大小时，降雨量和地形所占比重

接近 ２０％。 计算包含经纬度在内的所有因素，得出降雨量和地形分别占 １５．４％、１３．９％，但是降雨量和经度相

关性最强，海拔和年均温与纬度相关度最强（图 ４），那么将经纬度因素剔除之后，计算剩余因素所占权重，依
然发现降雨量和地形是最重要的因素，分别占比重 １６．２％、１３．２％。

表 ２　 各因素权重表 ／ ％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降雨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地形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林龄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ｇｅ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森林起源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ｒｉｇｉｎ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年均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干扰活动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权重 １５．４ １３．９ １２．６ ９．８ ９．４ ８．１ ７．４ ６．３ ６．２ ３．７ ２．２ ２．１ １．４ １．４

Ｗｅｉｇｈｔ １６．２ １３．２ — ８．２ ２．４ ７．０ — ９．５ １１．０ １．３ ６．８ １０．１ ３．７ １０．６

３．４　 解释在不同控制因子下地下生物量的主要决定因子

控制单一因子，分析其余因子所占比重，可以明确在特定情况下各因素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决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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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人工林地下生物量最重要的因素是地形，其次是年均降雨量，而干扰活动、海拔等因素影响不明显；对黄

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湿润区地下生物量来说，森林类型起关键性作用；在上中下坡位上，坡向和年均

温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最大；在幼林龄、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中，各因素里年均温和降雨量对地下

生物量的影响最大，干扰活动影响最小（图 ５）。

４　 结论与讨论

地下生物量与植被有着直接的关系，研究地下生物量不仅能够反应植被生长状况，还能为地下碳库的研

究提供理论依据。 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生物量碳密度在 １—３３２ Ｍｇ ／ ｈｍ２之间，计算得出黄土高原森林根系含碳

率为 ４．４７％，而高寒草原草地地下生物量碳密度为 ６０２．９８ Ｍｇ ／ ｈｍ２ ［２５］，黄土区森林地下碳密度小于高寒草原

地下碳密度，这可能是因为高寒草原草地地下生物量含量高，且分解速度慢。
地形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仅次于降雨量，在 １５ 个因素里降雨量和地形影响比重约为 ３０％，前人对帽儿山

温带落叶阔叶林的研究中，坡度小于 ２５°时，地下生物量与坡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２２］。 一般坡度不同，森林植

被类型不同，从而引起森林生物量的变化，并且随坡度的增大，土壤稳定性较高，生物量呈上升趋势，在坡度为

２６°时生物量达到最大，之后随坡度增加，森林生物量逐渐下降［２６］。 坡顶、上坡、中坡、下坡和坡麓立地条件不

同，地下生物量不同，但是坡麓坡度平缓加之植被生长状况良好，地下生物量最高（图 ３）。 在坡度小于 ２５°时
降雨量、年均温和外界干扰活动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地下生物量的大小，在大于 ２５°时，海拔和林龄才是影响

地下生物量的最重要的因素（图 ５）。 山地随海拔升高，森林类型变化尤为明显。
降雨量对地下生物量影响较深，在各种因素共同影响下，降雨量所占权重最大，通过分析 ５２７ 个样点的总

体趋势，地下生物量随降雨量增加而增加，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８］；但是与地上生物量相比，根系受降水量

限制较小［１５］。 降水量和温度都是影响草原生物量的重要因素，并且在增加降水和升温后植被地下生物量会

增加［２７⁃２８］。 海拔是影响帽儿山生物量的最重要的因素，随海拔的升高，生物量逐渐增大，但是超过一定高度

生物量反而下降［２６］；在同一个山体不同海拔上（海拔＞３４００ ｍ），高寒草甸植被随海拔升高，地上生物量线性

降低［２９］；对大部分植被（阔叶类树种、灌木、青草）来说，随海拔梯度升高生物量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

随海拔升高气温和林分密度下降，导致生物量也下降［７，３０⁃３１］；一定高度的针叶类树种（云冷杉林）则随海拔升

高生物量反而会上升，这可能和树种自身的生物特性有关［３１⁃３２］。 随海拔的升高，将地形划分为平原、丘陵和

山地，在此地形起伏过程中，坡度、海拔、降雨量是决定地下生物量的最重要因素；土壤类型对地下生物量的影

响减弱，森林起源的影响增大。
在不同干扰情况下，轻度干扰地下生物量最高，这与研究者对草甸草原地下生物量的研究结果相同［３３］，

在不同放牧情况下，草地地下生物量在轻度干扰情况下最高，并显著高于中度和重度放牧的草地，可能适当的

外界扰动会促进地下根系的生长。 研究表明［３４］，兴安落叶松生物量随林龄增长而增加，乔木林地上总生物量

也随林龄增长而增加，这与本研究结果相同。 随林龄增加，地下生物量含量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在成熟

林和过熟林时地下生物量趋于稳定，说明幼中林龄有更大的固碳潜力。 人工林和自然林对地下生物量的解释

程度为 ７％—８．１％，但 Ｗａｎｇ 等在对中国北方地上、地下生物量研究时发现：森林起源（原始 ／次生林 ／人工林）
能够解释生物量（总量、地上和根部）的 ３１％—３７％［１５］，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对地下生物量的研究因素较多，
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弱化了森林起源的影响。

本研究分析了 １５ 种因素，包含了环境因子、植被因子和外界干扰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但有研究表明［３５］

森林细根的生长与土壤养分、土壤水分、土壤温度和大气 ＣＯ２浓度有关，模拟氮沉降条件下根系生物量有增加

趋势［３６］。 这可能是因为土壤氮含量和细根周转有关，高氮可能会减少地下碳含量，高水平的氮沉降能够刺激

地下碳循环，改变地上、地下储存之间的碳平衡。 所以，地下生物量的因素分析及预测需要考虑氮沉降的影

响［３７］。 不同的树种对土壤含水量也存在显著差异，土壤水分胁迫对植被地下生物量存在很大影响，因此在考

虑地下生物量决定因素时，也应该将土壤含水量列为其中［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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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地下生物量测定是有一定难度，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准确，因而研究往往被忽视。 本研究对地下生物

量估测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意义，能够为估算植被碳库和土壤有机碳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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